
經典詮釋中的思想史—關於 《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

2014年12月  •  16卷1期 59

車行健＊

中國經典詮釋、中國經典詮釋學與中國詮釋學一、 
隨著西方詮釋學 （或譯解釋學、闡釋學等，Hermeneutics） 思潮的傳入中

文學界，人們也開始回頭去關注中國傳統的學術資源，企圖建立中國自己的

詮釋學。當代學者各自依循自己的學術訓練、憑藉與興趣，努力建構種種的

中國詮釋學理論或模型，時至今日，已累積了不少頗為可觀的成果。但不可

經典詮釋中的思想史— 
關於 《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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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言的是，這些努力與成果的實際成效如何，尚仍有待學界的消化與評估。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所謂 「中國詮釋學」 或 「中國式的詮釋學」 仍不能說是一
門成形且成熟的學問。精確的說，這仍是一門建構中的學問，因而目前種種

的努力與成果都只是為這門學問的摶成所做的嘗試與準備。

雖然中國過去並沒有現代意義下的 「詮釋學」，但不表示中國傳統學術中
不存在與 「詮釋」 及 「理解」 相關的行為或活動。事實正好相反，大量豐富及
綿延不絕的經典注疏傳統正為吾人今日研治中國詮釋學提供無窮盡的學術資

源。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或許沒有現代意義的詮釋學，所謂的 「中國詮釋
學」 或 「中國式的詮釋學」 也只是猶待建設的學問；但中國卻存在豐富的經典
注疏資源，以及由此所形成歷時久遠，至今猶未斷絕，仍持續生發強大生命

力的經典詮釋傳統。由此可見，所謂的 「中國詮釋學」 或 「中國式的詮釋學」 

不建構則已，若要建構這門學問，捨棄或遠離中國經典注疏傳統而不顧，那

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即使真的建構出來，它還有多少 「中國」 的成分或特色，
都是令人極為起疑的。因而，無論從理論或實踐上來看，在 「中國詮釋學」 摶
成之前，應該還要歷經 「中國經典詮釋學」（或用中國原有的稱謂，即解經
學，廣義來說，此經不專指儒家經典，而泛指一般經典） 這個階段，從 「中國
經典詮釋傳統」 的反省與研究到 「中國經典詮釋學」 的建立，到 「中國詮釋學」 

的摶成，這似乎是一個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發展過程。

「中國詮釋學」 及 「中國經典詮釋學」 能否成立或被建構出，此或許不是
短時間內就能有解答的問題，但目前能做的就是深入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

中，了解其形成與演變的原因、其內部相關的機制、運作與規律，以及實際

詮釋經典的方法、原則和與此相關的種種特殊現象與經驗等，將其蘊藏在其

中豐富的學術資源挖掘出來，如此或許能夠為有志建構 「中國詮釋學」 及 「中
國經典詮釋學」 的學人提供堅實可靠及豐厚完整的學術素材與憑藉。本書之
作，就是立基於這樣的理念與背景下，嘗試為中國詮釋學 （包含中國經典詮
釋學） 這門建構中的學問，提供些許從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這個大礦坑中開採
出來的礦藏原料，所精煉燒製成的瓦石磚塊。

本書的構想：從本義的探尋到衍義的把握二、 
我對中國經典詮釋相關議題的關注首先是從 「本義」 問題切入的，在本

書的 〈自序〉 中，我曾做了如此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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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中，對 「本義」 的探求向來有著根深蒂固的
執著，許多的解經作為，包含目標的設定、方法的運用、評判的標

準及具體的解經實踐等，都環繞著這個解經的終極理想而發展出

來。但 「本義」 究竟存不存在？即使存在，又是否能詮釋得出來？
如何詮釋？⋯⋯種種問題，一直給當代關心本義問題的人們構成極

大的挑戰。在前一本著作中 （《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

論述為中心》），我曾試圖對傳統 《詩經》 本義觀做初步的探究，以
歐陽修 （1007-1072） 和龔橙 （1817-1878） 分別標舉 「《詩》 本義」 與 
「《詩》 本誼」 來探求 《詩經》 本義的專著為對象，案例式的分析傳統 
《詩經》 的本義觀之內涵，及依此本義觀所產生出的解經方法與成
果。結果發現，二者因為對本義觀設定的不同，連帶使得他們各自

對所謂 《詩經》 本義的詮釋結果也有極大的差異。由此，不得不使
我對這樣一種以本義探求為職志的解經傳統進路，產生了深深的困

惑。因為從理論上來講，如果某一解經者或解經成果確實已探求到

經典的本義或聖人的原意時，則應該可以達到 《莊子 •寓言篇》 所謂 
「已言」 的效果。反之，若這種探求不成功的話，則就會出現類似 
《漢書 •藝文志》 試圖用 「咸非其本義」 來表示出其對魯、齊、韓三
家的解 《詩》 成果未能有效的詮釋 《詩經》 本義的不滿。然而從實際
的解經經驗來看，從漢代至今日，《詩經》 的詮釋傳統已延續了兩千
多年，但歷代的 《詩經》 經解卻如 「卮言日出」 般的層出不窮，解經
的活動也從來沒有因一兩部宣稱得到 《詩》 本義的著作或有著廣泛
影響力的權威經解而 「已言」。⋯⋯儘管歷代解經者皆仍以探求本義
為其解經之終極理想，但無論本義是否已有人詮釋出 （這極難判
定），或是否已存在若干權威的經解 （如毛鄭 《詩》 學、朱子 《詩集
傳》），人們對 《詩經》 所進行的解經活動卻始終沒有斷絕過！

如果說詮釋或解經活動的終極目標是 「本義」 的話，那是否意味著只要
探求到本義就可以結束或終止一切對經典的詮釋活動。就如同當謎語被猜中

或寶藏被尋獲後，就不會再有人對該謎語或與此寶藏相關的訊息 （如寶藏傳
說、藏寶圖等） 之破解存有興趣，充其量被當成範例來分析或教學，甚至淪
於民間文藝或故事傳說之素材而被人們閱讀傳誦。但實際的情況卻不然，從

來沒有一部仍在流傳的經典停止被詮釋，而只要有詮釋活動的進行，對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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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尋也就同時相應的存在。這說明一個事實，即人們對經典本義的探尋從

來就不會因為本義是否已被詮釋出而停止！由此來看，雖然從理論上來說，

本義的問題仍是詮釋活動相關議題的核心論題，也可能是支配、引導詮釋活

動的主要動力來源，但落實在具體的詮釋經驗中，更重要、也更值得關注的

反倒是在人類從事經典詮釋活動中，因探求本義而遺留下來的種種足跡與成

果。對此，我在 《詩本義析論》 的 〈自序〉 中曾用薛西弗斯滾動巨石所生成的
軌跡與吳剛砍伐桂樹所留下的斧痕作比喻，稱其為 「意義之跡」。

這個意義之跡就是人們在不斷探尋本義的過程中所留下的衍義，就如同

薛西弗斯和吳剛一直持續地做著重覆的舉動，但他們的目的 （即詮釋本義） 卻
好像永遠無法達成，於是只好無止盡地做著一樣的動作，滾動巨石行經的路

面和砍伐桂樹的斧頭上也就布滿了種種的痕跡。這就是詮釋活動的真相，也

是衍義形成的原因。

由此來看，本義與衍義似乎就是人們在詮釋活動的過程中，所共同留下

的 「歷史共業」。本義是一，衍義是多；本義是隱，衍義是顯；本義是抽象的，
衍義是具體的；本義是目的，衍義是追求目的的過程中所衍生的產物；從詮

釋的妥效性 （validity） 來說，所探求的本義是妥效的詮釋，而衍義則是非妥
效的詮釋；再從詮釋的優位性 （primacy） 來論，本義是首要的，衍義是次要
的。總之，詮釋的主要目的就是探尋本義，這也是每位經典詮釋者的主觀期

許與自我體認。然而弔詭的是，雖然絕大多數的解經者都以探求本義為其詮

釋目標及職志，但很可能實際的詮釋結果皆並非本義，或難以被承認為本

義。但也正因為他們所詮釋的經義往往被認定為 「咸非其本義」（班固評定漢
代 《三家詩》 語），所以又激發了後繼者們接踵步武前賢的腳步，繼續再朝向
解經者們所認定的真正本義的目標詮釋下去，這就是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延續

下去的最大生成動力。但究竟這種對經典本義的探求有沒有一個最後的終 

點，也許正如黃俊傑教授所說的：

歷史上一個時代 （如春秋、戰國時代） 的意義、一件史實 （如秦統一
中國） 的意義，乃至一部經典 （如《孟子》） 的意義，都必須在走完
全幅的時間歷程之後，才能清楚的呈現出來。

1

1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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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當經典詮釋走完全幅的時間歷程後，才有可能最終判定經典的真

正本義，而那時就是本義探求活動的終點，同時也是經典詮釋的終結。

但在此之前，經典詮釋的活動是不會停歇的，歷朝歷代的解經者們都不

斷憑靠著自己的學識、智慧及與時代環境的感知體認，努力與經典進行對

話，千方百計的嘗試 「叩求」 經典的本義，最後也遺留下多彩多姿、內容豐富
的種種經義詮釋成果，這絕大多數就是衍義。由於經典承載著古人智慧與學

術思想的結晶，誠如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 （1904-1980） 所說的：

諸古籍，尤其是儒家之經典，乃是中國早期直覺上對人類生存之道

所提出的設問，那麼後代之注釋即其答案。
2

吉川幸次郎所論雖專指儒家經典，但只要是公認的經典，應也都具有類似的

性質。解經者就經典所蘊含之人類生存之道，進行種種之詮解索求，其心得

與答案就表現在歷代解經者的注疏當中。而這些注疏又會反過來回饋到解經

者的時代與環境，影響及形塑著當代甚至後世的文明生活與文化內涵。（想像

程朱經注對宋元明清的中國及東亞世界的主宰力量） 簡單來說，在探求本義
的過程中，歷代解經者也同時在進行經義創造的工作，而此經義創造又勢必

會與其身處的外在整體環境起著雙向互惠的有機關聯，從而豐富了該時代的

文明與文化。這種效應或許可以用古人所謂 「參贊天地之化育」 的話來形容。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經典詮釋的問題，則所關注重點的就不完全是本義，

而更應是衍義，也就是經典在歷代的接受流傳過程中，與外在環境互動影響

下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意義，而正是這些衍義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學術思想史

的主要內涵與基本素材。本書基於此思路，乃以漢代毛鄭 《詩經》 經解為範
圍，集中探討這些漢代經師在詮釋 《詩經》 本義之際，所進行的經義再創造之
成果，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抉發其中所蘊含的經學思想。

本書的內容：漢代 《詩經》 經解的思想史研究三、 
本書的主體部分除第一章 〈論 《詩經》 經解中的義理〉 係針對 《詩經》 經

解表達義理思想的可能性作一方法論的綜述外，其餘各章則分別從不同角度

與進路來嘗試抉發以毛鄭為中心的漢代 《詩經》 經解中所含蘊的經學思想，這

2 轉引自張寶三：《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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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共包含了三個主要的議題：《毛詩序》、鄭玄之 《詩經》 箋釋與漢人對 《詩
經》 行役詩之詮釋。第二章 〈《毛詩序》 的史事詮釋及其所蘊含的經學思想〉 著
重透過 《毛詩序》 史事詮釋之解經進路來探討解經者在其中所試圖表達的經學
思想。鄭玄箋 《詩》 的部分則包含兩個子題，分別由兩個篇章來處理。第三章 

〈鄭玄 《毛詩箋》 的感傷時事之語與義理感發〉 是對鄭玄運用所謂 「感傷時事之
語」 的注經表現之檢討，進而分析其思想表露之方式及其成立的可能性。第
四章 〈鄭玄箋 《詩》 所表露的經學思想〉 則是在陳澧 《漢儒通義》 的基礎上，透
過對鄭玄 《毛詩箋》 中具義理內涵的箋注語句之判別與選取輯錄，來將其在箋
釋 《詩經》 時所表露出的經學思想做較完整且全面之把握。而第五章 〈漢人對 

《詩經》 行役詩的詮釋所蘊含之公私意識與家國矛盾〉 則是以主題研究的方
式，將 《毛詩序》、《毛傳》、《鄭箋》 及 《三家詩》 對相關行役詩篇的詮解所涉
及到的複雜且敏感的公私意識與家國矛盾之思考內容，作一貫串整合的探

究，藉此來對漢人的心靈意識及情感模式做更深刻的理解與細緻的體會。

本書對這三個議題的研究亦皆共同呈顯出了漢人 《詩經》 經解運用 「依經
立論」 與 「借事言理」 的思想表達方式。其實，「借事言理」 所借之事也往往就
是經中之事，二者實是二而一，  一而二的關係。漢人這種表達方式不但體現
出了中國傳統思想家所擅長的 「經注思維」 之思考模式，而且此類訴諸儒家所
崇奉的古聖先賢及經典權威的思想表達方式，往往也能在具體的現實情境 

（主要是政治及倫理） 中，展現出高度的說服力及權威性。正就因為 「依經立
論」 是傳統儒家學者及思想家慣習表達其學術思想的主要方式，所以無論是
從經學的角度或儒學思想史的立場，皆很難不正視這個現象，尤其是後者的

研究對象及材料更無法完全脫離實際的解經成果而能進行研究，因而將解經

學與思想史結合起來的研究就勢不可免了。這種研究更具體的來說，應即是

所謂 「儒家經解的思想史之研究」。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論雖以漢代毛鄭一系的 《詩經》 經解為主，

但其中所關涉到的方法意識與經典詮釋相關的理路、概念與實際操作方法，

皆不僅局限於漢代毛鄭 《詩經》 經解，甚至也不限於 《詩經》 這部經典，而應
該是可以旁通延伸至其他學派及類型的經典。我選擇以毛鄭 《詩經》 經解為研
究對象，自然是因為對其較為熟悉，自碩士論文 《毛鄭詩經解經學研究》 以
來，即一直關注於此，胸中亦積累了不少問題，極欲做一清理。另一方面，

經典詮釋學的興趣與關懷亦時刻 「召喚」 著我，所以在完成上一階段 《詩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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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 的研究工作之後，便順理成章的回到漢代毛鄭 《詩經》 學的研究。所不
同的是，經典詮釋探究的方法思路乃由較理論性的 「《詩經》 本義」 轉向至現
實性、歷史性的 「《詩經》 之衍義」。事實上，我關於 「《詩》 本義」的研究和  

「《詩經》 經解中的經學思想」 的探討，皆不只是單純的 《詩經》 學研究，而是
結合了經典詮釋學的研究，可以說就是 《詩經》 詮釋學或 《詩經》 解經學的研
究。但 《詩經》 是一部獨立的經典，有其自身的議題與特殊性，《詩經》 學的
研究雖亦能關聯至經學或文學方面的面向，但那多半是內容或議題方面的關

聯，而不是研究方法或理論概念上的。經典詮釋學則不然，其所探討的內容

或結論往往具有更多的普遍性，雖然從事經典詮釋學者，基於訓練、學養與

興趣等不同因素或考量，其所對治或反省的經典有其局限，因而其論點多半

由其研治或熟悉的經典所生發形成。但即使如此，其所提出的相關論點或多

或少還是有一定的適用性 （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可以融會貫通至其他
經典。吾人從事 《詩經》 詮釋學正是秉持這樣的看法，雖然見聞不廣，所研治
及據以思考反省的經典亦不多，但還是希望所得結論或提出之論點，能不僅

局限於 《詩經》 一經而已，而有相當程度之適用性與普遍性，《詩經》 本義問題
的分析如此，《詩經》 衍義及 《詩經》 經解中的思想史探討，亦是如此。在吾
人的認知中，應是在一定程度及範圍內，可以延伸涵蓋至其他經典，至少儒

家的經典。正如顏崑陽教授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其對於李商隱詩箋釋
方法的研究，是可以作為檢討反省傳統詩文箋釋學的範例。我個人的研究，

說不上是什麼範例，但卻是將其作為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案例式研究，至於

成效如何，亦只有俟之學界公評。

結語四、 
本論題研究的主要心得即在於注意到經典詮釋活動與思想史的關係。中

國經典注疏中蘊含著豐富的學術思想資源，這是很多人皆知曉的現象。而傳

統中國學人往往藉著經典詮釋來表達他個人的思想創造，如王弼的 《周易
注》、《老子注》、郭象的 《莊子注》、程頤的 《易傳》 及朱熹的 《四書章句集
注》，這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亦非什麼罕聞陌生之事。但究竟經典詮釋本身與

思想史的發展，其內在的關聯如何？思想家們又是如何透過經典詮釋的方式

來創造思想？這是以往的相關論述中較少涉及的。我個人的觀察是，既有研

究的重心仍是置於思想史 （包含哲學史） 一端，較少聚焦於經典詮釋一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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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未將二者作有機的關聯與結合，經典詮釋只是將其視做一般經典的注

疏，僅作為研究對象的材料而已，並未正視經典詮釋活動本身，更未從經典

詮釋學的角度與方法來對其作嚴肅的後設反省與研究。經典詮釋學或解經學

絕不能將其看作單純的注疏工作，而僅擷取其注疏的內容來作為思想史研究

的文獻材料。透過經典詮釋學的觀照與反省，往往才更能深入地分析闡述經

典注疏的內容，從而了解及掌握經典詮釋者的思想學說，這裡面有相當多精

微複雜的問題，需要更多的辨證與解析。這中間一個重要關鍵就是要精確地

掌握經典詮釋者的 「有為之言」 內涵及其 「情境解經」 的實況 3，如此才能更有

效地從事思想史的論析工作。

由此可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不能捨棄經典詮釋學不顧，唯有將經典詮

釋學的意識與方法帶入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視域中，如此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才

能具有更全面、更細緻與更精準的成果內容，至少在擁有龐大豐富儒、釋、

道三家的思想史研究中，這個說法應是可以成立的。畢竟儒、釋、道三家的

主要思想內容正是蘊藏於其經典詮釋傳統之中的。所以經由以上的觀察可知：

中國主流的思想史可能就是含蘊或體現在中國經典詮釋中的思想史，而唯有

透過經典詮釋學的辨析方能更好地進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

3 關於「有為之言」及「情境解經」之相關論述，請參本書第一章及第六章。


